
唐士其院长在《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缘起》新书发布 

及研讨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叶自成老师、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首先，对叶自成老师的新著《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缘起》的出版

表示热烈祝贺！最近一些年来，叶老师专注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先后出版

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华夏主义—华夏体系大智慧》、《老子全解》、

《老子政治哲学》、《中国大战略》等极具学术分量的专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叶老师在本书后记中所言，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关注不是出于一时的兴

趣，而是有其全面、深刻的思考。叶老师的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开始，

到华夏主义，再到老子和商鞅，是一个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扩展，

由表及里的过程。可以说，《治道》一书的出版，更是把叶自成老师对古代中国

政治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纵观《治道》全书，思想宏大，视野广阔，分析细密，引人入胜，对商鞅的

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本身，其思想与实践的内在逻辑，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使读者对商鞅的贡献有了具体而全面的认识和

理解，以事实证明了本书的两个基本观点，即商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政

治家，也是现代国家体制的奠基人。 

    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就已经奠定了本书的学术地位。但叶自成老师的贡献远

不止于此。实际上，叶老师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始终是在与西方政治思想与

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在时代的高度和现实的关切中展开的。这样一种视角，使《治

道》一书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成为一种思想创新的杰出成果。

在这个方面，我想谈一谈叶老师对于商鞅法治思想的探讨，这也是《治道》一书

的主题之一。 

    按照流行的观点，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治国家。因此，尽管中国出现过

以商鞅为代表的、强调依法而治的法家思想，但法家所提倡的严刑峻法，也不过

最终沦为人治的手段。叶自成老师在《治道》一书中以商鞅本人的思想，辅之以

大量的史实，证明了这种观点的偏颇。叶老师认为，从根本上说，商鞅并不认为

国家是君主个人的国家，而是天下人的国家，而这一点，就决定了商鞅所思所为，



并非为了强化和巩固君主个人的权势，而是要保证君主能够有效行使国家权力，

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此而言，君主本人也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正因此，

商鞅的改革，对君主的权力进行了各种方面的约束和限制。这种限制，既体现在

要求君主成为守治的表率，也体现在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分散，即防止君主大权

独揽、独断专行等方面。叶老师认为，秦国在商鞅治下迅速强大，恰恰证明了商

鞅这一套法治思想与实践的成功；而统一中国之后的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恰恰

是因为秦始皇，特别是二世胡亥完全背离和抛弃了商鞅的法治成果。 

    叶老师在本书及两篇余论中，对法治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以西方标准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与实践进行判断。法治问题上也一样。

西方的思想与制度被奉为法治的唯一标准，而与之不同的则被一概称为人治。但

人们忽略了的是，西方的思想与制度来自西方具体的历史实践，从而必然带有西

方历史的特殊性和适应性，所以既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地被提升为某种普适性

的标准。不可否认近代以来西方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取得了比较长足的进步，但西

方对法治的探索也有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其成就远非一蹴而就，未来同样

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中西方的法治问题上还有一种“出身论”，即认为西方有法

治是因为有古希腊的法治思想与实践，而中国历史的开端不存在此类思想与实践，

所以注定只能走人治之道。这种观点就近于荒诞了。 

反过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人治特征，

而且至今为止还留有明显的影响，但这也不能证明中国历史上就不存在法治的思

想和实践。关键是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比照和剪裁中国的历史。在这一点上，

商鞅这个个案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正如叶自成老师所言，法治是一个复杂多面

的体系，不能只强调某个或者某些方面的因素，而且法治也可能有多种形式和体

现。换言之，法治不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更多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也就是多与

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商鞅的变法，已经达到了很高

的法治水平。 

当然，商鞅的思想与实践并非无可指责。叶老师在书中也非常客观地指出了

商鞅思想中六个方面的重大缺陷。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商鞅的法

治不可持久，从而体现出对个人的高度依赖。这就如同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对其

领袖伯里克里存在着一种高度依赖一样。但是，这不能被认为是商鞅的失败，而



只能说明商鞅开启的法治实践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精细

化，可惜的是汉代以后的中国走向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方

才显出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了解商鞅，发掘其思想价值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个

意义上，叶老师认为中国的法治乃“商鞅未竟之业”。 

最后，我希望强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提倡要建立政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对这个说法，我想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政治学是科学，科学有科学的话语体系。

中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中国的思想与中国的实践对这个话语体系做出贡献，但

不能自外于这个体系。正如在法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把西方的思想与实践相对

化，不将其视为普适的标准与规范，但也不应该将其视为法治问题上的“西方话

语体系”。如果这样，那可能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西方也罢，中国也罢，应

该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共同对人类的法治思想与实践做出各自不可替代的贡献。作

为学者，我们的任务是多多少少能够超越自身的文化背景，对这些不同的贡献进

行综合与提炼，使之成为真正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我想，这也是《治道》一书所

体现出来的叶老师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的态度与境界。 

最后，再次祝贺叶自成老师新作的出版，感谢叶老师对中国政治学界和法学

界的贡献。祝叶老师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够佳作不断，再攀高峰！  

    

 


